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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数字化平台建设构思

◆王筱凡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 赣州３４１０００)

【摘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法律援助体系建设一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我国的法律援助历

史已经经历了２０余年的制度变迁,现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以主管部门为主力的支撑,但在诸多方面受制于律师

制度与市场因素的影响,存在资金来源供给不足、法律援助范围覆盖面缺陷、律师分配与评价制度不完善等多个问题

有待解决.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建设法律援助数字化平台,能够设立律师分配与评价机制、整合法律援助特殊情

况申请、确定法律援助流程具体支出细节报备便捷模式等,从多个方面辅助现有法律援助制度体系的建设,针对性解

决部分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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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大力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法律援助对于

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 ２０２２年１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下简称《法律援助法》)正式施

行，标志着２０余年的法律援助制度变迁迎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新生科技力量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与网络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数字化

法律援助平台建设有望带来的高效与便利，不光是一种形式

上对于制度的拓印，更是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精神追求的

必备手段。

一、法律援助的需求与服务模式

以刑事案件为例，２０２０年我国刑事诉讼辩护案件代理

数达到１０４．９万余件，较之２０１８年８１．４万件有了大幅度的

增长。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５２．２万多人。

律师人数超过１万人的省(区、市)有２１个，其中超过３万

人的省(市)有５个(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

东)。 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８
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办理中，值

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１２４．６万人次。 法律援

助律师数量需求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而律师人群集中在我

国的一线地区，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法律援助资源

的不足，而２０２０年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了７１．６％，

并一直呈现上升态势。 数字社会中，利用数字化平台提升

传统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有着良好的基础。

在国际法律援助模式中，泛用性最高的两种为合同制模

式与公设辩护人模式。 合同制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官与民的

合作共赢模式，在主管部门的主导下，与有资质的律所、律

师协会等主体确立以公共财政交换法律服务的形式。 同

时，此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各地的律师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合同制投入资金的必要

条件是市场对价的合理性。 律师作为市场主体有很大的逐

利性，换言之，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律师资源必然更少，甚

至可能到达不了主管部门招标的最低要求，此时便需要利用

其他模式进行法律援助。 而公设辩护人模式的基础就是我

国设立具体机构进行法律援助，通过设置公设辩护人专项提

供法律援助服务，其是具有行政权力支撑的表象，可以是合

同制模式的有效补充，以此来扩充经济发展较差地区的律师

资源渠道。

二、现行法律援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资金供给不足

法律援助的资金供给问题普遍存在，２０１８年，我国的

法律援助经费为２６．５亿人民币，占全国财政的０．０１２％左

右，而日本同年的法律援助占比已达到了０．０５２％。 法律援

助模式的适用与主管部门的经济支撑是不可分割的。 以英

国为例，英国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在偏远地区设置了公设辩护人

办公室，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法律援助局共在刑事法律援助

领域投入高达８４８００万英镑，在民事法律援助领域投入了

６９９００万英镑。 我国人口基数远超大多数国家，而法律援

助资金的支出极大部分取决于援助案件的数量，庞大基数下

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人均援助补贴资金的不足。 就市场发

展规律而言，不利于促进律师对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缺陷

《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

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形，其中包括受虐、家

暴的亲告罪情形。 就法律援助受援助人主体而言，譬如受

虐人是精神病人，抑或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未成年人，他们的

监护人也可能就是施暴方；困难儿童的法律援助问题一直以

来都是边缘化问题。 同样，主体要求不应当过于严格。 此

外，还存在急需法律服务但是只有能力承担部分法律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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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特殊主体。 例如，２０２０年，江西南昌一所经营１３年的

“中华情”知名养老机构老板携款潜逃，因为该机构曾被有

关部门报道，而且提供给老人较好的福利，许多老人基于对

主管部门的信任，甚至把全部养老金都存入该养老机构导致

难以讨回，其中就有孤寡的老人。 该类特殊主体在社会中

以多样的形式出现，处在弱势方却难以救济的中间人地位，

该主体在案件发生之前不需要救济，却由于某个案件丧失支

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能力。 法律援助服务应当对新出现的特

殊情况有一定的应对能力，不应固守条文框架。

(三)律师分配与评价机制不合理

基于合同制法律服务提供模式，其实际会产生一定的垄

断效应，譬如某类案件集中于某个律所，就律所的盈利性而

言，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没有竞争，便很难保障案件援助质

量。 同时，因为垄断效应，其他市场主体过于被动，丧失

参与度。 律所处理法律援助案件大多采取的是轮换方式，

如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就由所里刑事方面的律师轮换分配，

每个律师轮一遍再重置轮换。 此种分配方式就是律所逐利

性的表现，降低负担成本的同时，不考虑分配问题，某个律

师是否更适合某种案件，能否产生更好的法律援助效果与质

量便被忽视了。 此外，在法律援助评价方面，法律援助机

构把评价工作直接交与律师方实施，也未能体现合理性。

实践中，律师需要按照法律援助机构的表格要求处理案卷，

其中便包括了法律援助评价表，譬如，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时，让当事人对自己的服务在评价表上作出评价，很难想象

弱势一方的当事人会当面给出不好的评价。 更有甚者，如

果把授权委托书和评价表一同给当事人，相当于是事前评

价，即便如此，受援人也很难因此而拒绝该律师的法律援

助。 不能保证由律师负责的法律援助评价是否为事后评

价，这种模式便流于形式。

三、精准治理:法律援助数字化平台模式构思

(一)拓宽资金供给侧渠道

法律援助数字化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应当充分利用便捷

性与整合力这些特点，拓宽补贴资金的供给渠道。 首先，

在平台上应当能够快速便捷地做到对于法律援助的社会资金

捐助，应当同时建立手机端 App与网页端口，再整合该地

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基金的具体信息，公民通过身份

验证，借助微信或者 QQ、手机号三种形式快速建立个人档

案后，可以直接利用支付工具，对法律援助基金会或者法律

援助机构捐款。

其次，设立类似“献血模式”的反馈机制，平台与其他

购物平台合作，公民在经济不困难的时候，可以提前捐赠法

律援助保险资金，根据公民捐助的金额按一定比例发放商品

购物优惠券，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同时得到实在的额外利

益，提高公民捐助的积极性。 此外，公民可以通过捐助法

律援助资金，换取在法律援助平台上的保险，在将来遇到现

实困境后，平台可以借助预存资金先提供法律援助，再判断

该公民的实际情况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援助法》的相关情

形。 当该公民属于应当接受法律援助的情形，便退回事前

启动法律援助的支出资金，当公民不符合应当接受法律援助

的情形，便转至正常的使用模式，可以从平台支付与补充资

金保证案件的进行。

(二)创新法律援助一体化板块

法律援助一体化板块指的是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告

知、援助申请、援助实施、援助监督、援助收益的创新。 平

台应当在显眼处设置可以接受法律援助情形的条文公告链接

与《法律援助法》全文，在其中设置文字版与语音版两种版

本避免阅读困难。

援助申请模式可以建立普通申请和特别申请两个板块。

普通申请即依照《法律援助法》可以获得援助的申请，特别

申请则包括虽未在《法律援助法》可援助情形中，却急需法

律帮扶的特殊困难申请，以及对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帮助申请。 特殊困难申请可以选择风险代理，即涉及赔偿

案件的案件，胜诉后取得赔偿款反补法律服务费用，但需要

确实符合平台根据当地收入水平设置的特殊困难的经济限制

标准。 帮助申请则是利用社会力量，为可能处在危困状态

中的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提出申请，该申请设置可匿名模

式，公民通过上传照片、描述场景、具体情况与位置等方式

提出申请。

平台审核申请后，对于特殊申请的板块与当地公安局对

接，公安局利用网络信息确认该援助申请是否属于应当出警

的情况，同时，也通过“报假警”责任限制恶意利用平台资

源情形。 此后，平台根据申请情况分配查实工作，借助当

地村委会、居委会等组织构建法律问题基层反馈体系，当地

平台定期轮换安排一名专业法律人员，去往这些组织所在地

整合该段时间的法律援助申请，同时，对具体情况的真实性

做出备案，在平台提交申请情况报告。 而村委会、居委会

等组织，都可以对该工作人员进行网上评价，达到双向监督

的目的。

当平台实际分配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后，应当设立当

地的补贴标准细则与限度，设置差旅费单次最高额度、劳务

费补贴细则等。 律师可以随时上传差旅车票、必要额外开

支、会见、咨询劳务时间证明等图片材料，平台于案件结案

时根据具体情况酌定补贴事由，利用网络快捷处理律师援助

收益问题。

(三)构建律师分配与评价的数字化体系

有效的律师分配与评价是法律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由

公检法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或者律所轮换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既不能了解到受援人的特殊要求，也无法确定律师对此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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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业务水平。 基于此问题，平台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律师

智能数据库。 首先，律师在个人验证过后录入个人擅长领

域、处理何种案件次数、从业资历等个人信息与材料，基于

隐私权自行决定公开内容。 同时，平台对于律师的辩护经

验方面进行验证并赋予认证标签，确定各类案件准入推送门

槛再给予受援人推送。 一方面，律师登录平台后，可以每

月自由选择允许被推送的时间，减少因为案件冲突没有空闲

时间而造成的援助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平台每个季度、年

度要给出最低限度的案件要求，根据当地的法律援助案件情

况，给出律师至少应当进行的法律援助的次数，在未有可推

律师的情况下，再优先从未达成限度要求的律师中指定

推送。

以受援人评价体系直接影响律师与平台的收益与评分。

平台应当在结案后，支付律师援助费用前提醒受援人对律师

进行网上评价。 该评价机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是律师办案质量，受援人对于律师的满意度评分，其中平

台列明法律援助案件的必备流程的分值标准，受援人采取满

意、一般、未进行三个打分方式对应满分、半分、零分，自

动记录律师总分；第二个方面是律师补贴，受援人可以看到

律师提供的平台补贴申请，判断律师申请的补贴项目是否合

理，直接影响律师的额外补贴。 平台根据受援人评价酌定

结案后法律援助补贴，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确定律师

申请补贴的合理性，又可以规避严重虚报补贴的情况。 同

时，平台也需要律师激励制度，可以联系评价制度，当律师

完成几个优秀评价的案件后获得评级提升，在后续法律援助

中能得到更高的经济补助。 这样顺应市场化需求，在评级

提升后能让律师获益，才能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有能力的律

师就算是最低限度地完成法律援助要求，经过长时间积淀也

能提升到可观的评级，这样对律师而言就是有效的等价服

务，更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相反，如果律师获得了较差评

价，一定次数就会下降评级，评级评分的下降会导致受援人

不愿意选择该律师，律师要达成限度目标，就必须更多地参

与法律援助案件中来，以获得优秀评价和提升评级，这也能

形成良性的法律援助环境。

四、结束语

法律援助数字化平台能够在多个层面，针对性地运用科

技的力量缓解现行法律援助体系的突出问题，并且当使用数

字化平台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时，相关普法宣传就能够有序

进行，对于创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模式，推动我国法治

工作有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１]刘沛宏．从全覆盖到精准化:数字治理下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智库范

式研究[J]．公共治理研究,２０２２,３４(０４):６８Ｇ７６．

[２]吴宏耀,余鹏文．构建多元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模式[J]．中国司

法,２０２０(０６):７３Ｇ７９．

[３]赵天红．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研究———以我国«法律援助法»为

导向[J]．法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３(０２):６５Ｇ８２．

[４]顾永忠．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职能及人员构成之立法讨论[J]．江

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４１(０６):１７９Ｇ１８７．

[５]卢越．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困境儿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D]．长春:

吉林大学,２０２２．

作者简介:

王筱凡(１９９７－),男,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宪法与行政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